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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與晚清法制現代化的啟蒙

⊙ 侯 強

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過程，也是近代西方法律觀念和制度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過程。當資

本主義的浪潮席捲西方並猛烈衝擊東方的時候，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充當了打破中國傳統法文

化的急先鋒。在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擴張的背景下，一方面，他們向古老的中國展示了建立在

西方工業文明基礎上的法律觀念和制度的先進性，引起了先進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潮；另一

方面，他們又極力向衰弱的中國灌輸其法律觀念和價值，導致了中西法文化的衝突。伴隨著

近代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結果是封閉、排外、保守且具有較強內聚力的中

華法系逐漸走向了解體，而相對先進的西方法律觀念和制度逐漸被中國人所理解並接受，中

西法文化開始走向融合，並由此促進了晚清法制現代化的啟蒙。

一 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對西方政法知識的傳播

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但由於種種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外國傳教士成了中西

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繼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也裏可溫教之後，從十六世紀四十年代開始，

天主教也開始進入中國傳播。由於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這次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就中外

文化交流和國外對中國的認識而言，產生了遠比前兩次深刻的影響。

最初西來的耶穌會士是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略。1542年他到達印度，1549年轉赴日本，發

現文化發達的日本對中國文化非常崇拜，深感欲歸化日本，應先到中國傳教，在一個東方文

明大國去填補天主教的空白。因此，1552年，方濟各抵達澳門。但不幸的是碰上了中國海禁

最嚴厲的時候，他雖曾一再想設法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但均未獲成功，最後只落得染疾客死

於廣東海面的上川島上1，方濟各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卻起到了開路者的作用，為三十年

後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的到來打好了前站。

1582年，利瑪竇抵澳。在他的帶動下，一些耶穌會教士也相繼來到了中國。他們學習中國文

化，適應中國習俗，結交中國士大夫，援引中國經典辭句，作為傳教依據，收到了一定效

果。最後，利瑪竇終於在1601年，以進貢為名獲准覲見神宗皇帝，並允准長駐。從文化史的

意義上說，稱利氏為近世西來第一人，實不為過。這些先期抵達的傳教士為天主教在中國的

廣泛傳播創下了良好開端。

從方濟各到利瑪竇，耶穌會一開始就注重世俗學問。他們從事文化教育，用文化的手段傳

教。給早期的東方教會打上了人文精神印記。耶穌會在早期中國傳教中，走上層傳教和知識

傳教的路線，又為中國天主教確立了深厚的理性傳統。1601年利瑪竇給中國皇帝的貢品中就

有《萬國圖志》一冊，即收有各家所繪的五十三種地圖的世界地圖集。在隨後來華的耶穌會

士中，艾儒略撰譯了《職方外紀》，「其中各國圖說至為詳備」，將「四方萬國地形之廣

狹，風俗之善惡，道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類之強弱，物產之怪異，具載無

遺」。2文字記述部分又大大超過了利瑪竇。他們不辭勞苦地譯繪和增訂世界地圖，當然主要



不在於向中國人傳播最新的世界知識，而在於用它來敲開中國士大夫靈魂的大門，以傳播天

主教的福音。

《職方外紀》中不僅包括了有關整個世界的自然地理知識，而且也為中國人展示了一幅西方

人文世界的圖景。其中對歐洲法律制度就作了特別詳細的介紹，稱歐洲各國「詞訟極簡。小

事裏中有德者自與和解；大事乃聞官府。官府聽斷不以己意裁決。所憑法律條例，皆從前格

物窮理之王所立，至詳至當。官府必設三堂：詞訟大者先訴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

不服，告之一堂，終不服，則上之國堂。經此堂判後，人無不聽於理矣。訟獄皆據實，誣告

則告者與證見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與訴者指言證見是仇，或生平無行，或嘗經酒醉，

即不聽為證者。凡官府判事，除實犯真贓外，亦不事先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認允服，然

後刑之。官亦始終不加罵詈，即詞色略有偏向，訟者亦得執言不服，改就他官聽斷焉。吏胥

餼廩雖亦出於詞訟，但因事大小以為多寡，立有定例，刊佈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無恃勢

剝奪，吏胥無舞丈詐害。」3《職方外紀》的編撰者顯然注意到了中國刑罰的苛酷，力圖以中

文介紹西方的刑事制度，以此來映襯中國刑政應加以改變的必要。這些描述雖不無粉飾，但

不盡虛構，它向國人傳播了歐洲已將刑事訴訟規範化、制度化，建立了諸如審級制度、證據

制度、刑訊制度等西方政法知識。

除此之外，1637年刻出的艾儒略的《西方問答》一書，介紹了四十多個有關自然地理和人文

地理問題。其中也以相當篇幅介紹了歐洲的法律制度。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中記載，金

尼閣隨船運來的西書有七千餘部4，其中介紹歐洲法律制度的書一定也有一些。

隨著地理知識和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開始跳出「虛幻環境」，用開放的

心態、平等的眼光來審視中西文化的短長。明末學者謝肇淛在〈五雜組〉一文中寫道：「天

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已把天主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等量齊

觀了。清初編纂的《四庫全書》雖未收入〈西學凡〉，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承認它

是一種知識，歸類於子部雜家類。顯見，中國士大夫已認可西學，並企圖將其整合到傳統的

知識體系中去。但中國傳統文化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勢的封閉性，以及「內夏外夷」文化

信念對人們的強大支配作用，從一開始就給邁向近代的人們設置了難以跨越的文化心理屏

障，「巨大的文化遺產，巨大的文化優越感和自豪感，成為中國走出中世紀的巨大包袱，它

障蔽了人們的時空視野，成為文明發展的贅疣。」5「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尚未面對來自西

方的政治與軍事的真正挑戰，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次人類文明史上知識和智慧的

交鋒。」6因此，這時還遠未到觸動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

到十八世紀初，由於「禮儀之爭」，天主教自絕於中國，來華傳教士大為減少，一度出現的

開放局面也遂告結束。從康熙、雍正起，清王朝一改統一中國初期的開放政策，而採取禁止

傳教士來華傳教的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在傳教士的文化傳播方面基本被堵塞了一百多年。

但自康熙五十九年中國查禁天主教以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止7。隨著國際

經濟、軍事、文化交往的日益加大，中國已無法使自己置身於世界交往和國際衝突之外。在

國人睜眼看世界之前，那些掌握了中國語言、文字的傳教士通過編印書刊等途徑，捅開了當

時東西兩大文明互相隔絕的封閉狀態，向中國傳輸了大量關於西方政法的知識。

從1815年到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外國人在南洋和華南沿海一帶共創辦了六家中文報刊和十

一家外文報刊8，其主編人大多為外籍傳教士。傳教士辦刊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宗教，這也是他

們來華的主要任務，但他們通過創辦報刊，同時也起到了向中國介紹西方的作用。



傳教士郭實臘等人編撰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就是這樣一份期刊，它也是中國境內出版

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郭實臘在創刊意見中，明確提出創辦這份期刊的目的是「要讓中國

人了解我們的工藝、科學和原則，從而清除他們那種高傲和排外觀念。刊物不必談論政治，

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魯的語言去激怒他們。這裏有一個較為巧妙的途徑以表明我們並非

『蠻夷』，這就是編者採用擺事實的方法，讓中國人確信，他們需要向我們學習很多的東

西。」9作為一種具有明顯世俗化傾向的綜合性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自創刊起，該

刊就辟有「政治法律」一欄，舉凡歐美各國政制、司法、獄政等情況，以及近代西方民主法

治理論，均有所涉及，較多地介紹了有關西方政法方面的知識。因之，王健認為，「近代中

國輸入西方法學的進路實以此為嚆矢」10。這個論斷是相當準確的。

除報刊外，這一時期傳教士出版的書籍中，對西方政法知識介紹較多的當首推裨治文編纂的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一書，其簡要介紹了美國的法律。該書的早期版本在學術界有著很大

的影響，《海國圖志》、《瀛環志略》合《合省國志》的編寫都不同程度地參考過此書。

統觀鴉片戰爭前來華傳教士對西方文化的傳播，「事實上，自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思想

史上的近世可以說便已經開始了。」11雖然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傳播的西方政法知識還是零

碎的、膚淺的，並且此時真正鑽研這些知識的中國官僚和士大夫也還為數甚少，但應該說這

一時期來華傳教士還是起到了拉響晚清法制現代化啟蒙序曲的作用。

二 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傳教士對中國法文化的滲透

對於來華傳教士而言，1844年與1860年是兩個關鍵性的年份。因為在這兩個年份，傳教士在

華傳教活動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前者因被查禁一百二十多年的天主教開始走向了馳禁，後者

因清廷開始正式允准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

鴉片戰爭後的二十年成了外國傳教士加緊對中國法文化滲透的階段。1844年，法國強迫清政

府簽定的不平等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第二十二款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

「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12。該條約簽定後不

久，道光帝又批准馳禁天主教，但這時清廷對傳教士來華的開放還是有限度的。中國政府明

確申明，傳教士「止准其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13。雖然清政府對於

這一禁令的實際執行並不十分嚴格，但其畢竟對傳教士的在華活動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使傳

教士不敢公開大肆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儘管如此，這一時期來華傳教士還是利用一切可能的

機會極力向中國傳播西方法文化。

但這一時期基督教在華傳播與其之前又有所不同，十七、十八世紀西方教會保守勢力在晚清

已大大削弱。較少受到神學限制的來自英美的新教傳教士這時加緊對中國文化的滲透和改

造，他們與中國士大夫合作，以舉辦文化性的活動為名，進行所謂「間接傳教」、「學術傳

教」活動。晚清能進入清廷結交權貴的傳教士，已不是耶穌會教士，而是新教傳教士。

雅裨理就是這樣一位新教傳教士。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為福建布政使徐繼畬與英國首任駐

廈門領事記裏布會晤的通譯，雅裨理利用這次會晤不失時機地向徐繼畬宣傳基督教教義，並

回答了徐繼畬向他詢問的許多有關中國外部世界的情況。雅裨理記敘了有關徐繼畬虛心求教

的情況，說：「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現得恰如其分。顯而易見，他已經獲得了相當多



的知識。他對了解世界各國狀況，要遠遠比傾聽各國的真理急切得多……更把目標放在搜集

各國版圖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務關係，特別是同中國的商務關係上。相比其他國

家，給予了英國、美國和法國更為詳盡的考察。」14徐繼畬從雅裨理處獲得的有關外國地

理、歷史和政治知識，對於他此後寫出《瀛環志略》是大有裨益的。為此，徐繼畬在這本書

中，曾先後七次提到雅裨理的名字。當然，雅裨理向徐繼畬傳授有關世界知識，不過是其傳

教的一種手段，其興趣所在還是傳播基督教。

來華傳教士除言傳身教外，也十分重視所謂「文字播道」工作。當然，傳教士在中國進行書

報出版工作，同樣是出於「使中國皈依上帝」的意圖。關於這一點，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

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中，就有赤裸裸的表露，認為控制住中國出版的主要報紙和雜誌，「就

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從這一險惡用心出發，外國傳教士競相在中國創辦報刊。

據統計，1860年外國教會和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報刊達三十二家，比鴉片戰爭以前增加

了一倍15。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我國的新聞出版業。

這一時期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1853-1856）、《六合叢

談》（1857-1858）、《中外新報》（1858-1861）等。其中，《遐邇貫珍》月刊繼承了《東

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辦刊思想，刊載了不少有關西方各國政治制度、歷史及人物的文章，

如〈英國政治制度〉、〈花旗國政治制度〉等，就介紹了英美兩國的憲法。該刊在中國知識

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論遐邇貫珍表白事款編〉稱，該刊「每月以印三千本為額，其書

皆在本港、省城、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處遍售，間亦有深入內土」16。是書為時人所

珍重。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將他收藏的全套《遐邇貫珍》，作為了解西學的知識讀物借給

他的知識界朋友17。該刊物成了當時中國了解西學的重要參考讀物。

至於《六合叢談》，它創刊於1857年，是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關於辦刊的宗旨，該刊主編

英國倫敦會教士偉烈亞力在〈六合叢談小引》中寫道：「今予著《六合叢談》一書，亦欲通

中外之情，載遠近之事，盡古今之變，見聞所逮，命筆志之，月各一編，罔拘成例，務使穹

蒼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遙，如同衽席。……以中外之大，其所見所知，豈無短長優絀之

分哉。若以此書而互相效學也，尤予之所深幸也夫。」18希望把它辦成中外學者進行學術交

流的陣地。雖然刊物的主編人都是隨著侵略者的軍旗闖進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但如同《遐邇

貫珍》一樣，《六合叢談》也是一份綜合性的刊物，其中刊載了大量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

學的內容，客觀上促進了中外法文化的交流。

最早介紹近代國際法到中國來的，也是外國傳教士。1839年，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

州禁煙，中英關係漸趨緊張。林則徐為制夷命下屬大量收集「夷邦」的情報，發現國際法的

著作有可用之處。恰在此時，美國傳教士伯駕致書林則徐，認為「欽差大臣由於不了解各國

的法律，不曉得他們的強大，無意識地採取了與友好國家的慣例相抵觸的措施，已經程度不

輕地得罪了英國」，建言「簡捷的解決辦法，就是只需了解各個外國的特性和形勢」19。林

則徐收到伯駕的信後，便派人請伯駕翻譯瑞士著名國際法學家瓦特爾的《國際法》中有關戰

爭、封鎖、禁運等有關規定。此後，林則徐又命袁德輝翻譯了同樣部分，並增譯了幾段。這

些譯文後來收錄在魏源《海國圖志》第八十三卷夷情備採部分中。

此後，因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林則徐即被撤職查辦，引入國際法的工作便沒有能夠繼續下

去。但上述對西方國際法的零散翻譯，還是使近代中國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接觸到

了西方國際法，激發了他們法制現代化觀念的啟蒙。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對英政策就明顯受伯駕和袁德輝二人翻譯的《國際法》影響，曾試圖

運用一些國際法的作法，來處理有關戰爭以及如何對待外國人的問題20。

鴉片戰爭後二十年中，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華傳教士傳播的西方法文化影

響。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不僅輯錄了美國傳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

有關內容進行介紹，而且還給予很高的評價，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

總敘》中，指責英國為「無道之虎狼」，頌揚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讚揚美國總統的選舉任

期制。這在中國近代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認識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先覺的意義。在

魏源之後，徐繼畬在《瀛環志略》一書中，也徵引了《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的有關內容，並

對華盛頓極詞讚歎，認為「米利堅合眾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

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見《瀛環志

略》，第九卷）「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對米利堅合眾國的民主政治流露出一種嚮往之

情，這種認識在當時的中國是相當先進的。

總之，由於鴉片戰爭攻破了閉關鎖國的清朝封建壁障，中國社會進入了急劇動盪的轉型期。

外國傳教士越洋西來，不僅帶來了上帝的旨意，而且也翻譯西方書籍，介紹西方法律思想家

的著作，傳播著西方近代法文化。中國封建法律思想營壘開始了初步分化，其結果導致了晚

清法制現代化的觀念啟蒙。

三 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傳教士對中國法文化的擴張

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是伴隨著列強的炮艦政策和不平等條約而來的。1860年，《北京

條約》的簽定，使各國傳教士又正式獲得了准許深入中國內地傳教的特權。從十九世紀60年

代到這個世紀末的這段時間內，傳教士如潮水般湧進中國內地，在中國各地憑藉不平等條

約，依仗本國政府的軍事力量和領事裁判權宣揚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傳教事業有了迅猛

發展。僅以基督教徒的規模為例，就由1869年的不足6,000人，發展到1890年的58,000人21。

對於傳教士在華勢力的增長，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早在《天津條約》簽定後不久，就公然宣

稱：「人們已經意識到傳教士已成為世界上的一股勢力。政治家們已確信，傳教士是一種媒

介。通過他們，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對中國起作用。」22這些露骨的自供完全暴露了資本主義

國家妄圖借助于傳教士從精神和思想上控制中國的企圖。

隨著傳教士在華活動的日益頻繁，西方法文化也開始大量傳入中國。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

間，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出於「使得中國官僚能學會半殖民地國家所應守的規矩」23的意圖，

就有意翻譯一部完整的國際法著作。1864年，他在幾名中國學者的協助下，完成了惠頓的

《國際法原理》的翻譯工作，取名為《萬國公法》。此書經清廷御准後刻刊出版。這是第一

部以專書出版的比較完整的西方國際法著作中譯本。該譯著出版後，清政府即發給中國各通

商口岸一部，以備參考，清廷派出的外交使節，也多備有此書，在近代中國政界、外交界和

法學界流布較廣，有一定的影響，並且在當時中國的對外交涉中產生了效果。1864年，清政

府就採用該書中有關國際法原則，處置了普魯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國內海扣留丹麥商船

事件24。表明清政府已由對歐美國際法所知無多，進入到自覺運用階段，在晚清法制現代化

啟蒙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

與此同時，在外國傳教士開設的教會中，一些有條件的教會學校開設了法律課程，教授一些



國際公法知識。據《萬國公報》開列的中西書院八年西學課程，其中第七年就開設萬國公

法。清政府因洋務需要開設的少數幾所洋學堂，有的也聘請了外國傳教士開設有關國際法的

課程。同文館就聘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開設了有關國際法的課程。這些傳教士開設的國際法

課程，對於培養近代中國具有國際法知識的人才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此外，清政府官辦的江南製造局（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持）、北京同文館（由美國傳教士

丁韙良主持）和基督教在中國設立的廣學會、益智書會等出版機構，為推介國際法知識也出

版了一些國際法書籍。其中，傅蘭雅與他人合作翻譯的國際法有四部：《各國交涉之法

論》、《各國交涉便法論》、《公法總論》、《邦交公法新論》。25丁韙良在擔任同文館工

作期間，與他人合作陸續譯著出版的國際法書籍有五部：《星軺指掌》、《公法便覽》、

《公法會通》、《陸地戰役新選》、《中國古代萬國公法》。26在當時中國極端缺乏書籍的

情況下，這些由傳教士與人合作翻譯的國際法書籍，對晚清法制現代化是有一定啟蒙作用

的。

在外國傳教士譯著的書籍中，還有其他一些涉及政治法律的書籍。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李提

摩太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及其所著的《列國變通興盛記》和林樂知的《譯民主國與各國章

程及會議堂解》。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中，評介「《泰西新史攬要》述百年以來歐美各

國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林樂知所著可能是用中文向中國人較系統地介紹西方近

代政體、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及其理論基礎──天賦人權說和自由平等說最早的一篇文章。

康有為為推動變法將《泰西新史攬要》和《列國變通興盛記》直接推薦給了光緒帝，推介此

二書「於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27，以致光緒帝「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

志更決」28。外國傳教士譯著這些書籍，是出於「使中國皈依上帝」的意圖，但客觀上，它

無異於向當時古老而停滯的中國封建社會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接受這些知識的大都是中

國先進知識份子或上層人士，他們在得到新思想的武器後，積極推動了晚清法制現代化的進

程。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報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890年，外國教

會在中國出版的報刊達到七十六家之多，比1860年增加了一倍29。在外國傳教士所辦的中文

報刊中，《萬國公報》歷史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該報刊原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

知主辦和編輯，它的前身是《教會新報》（週刊），1868年，在上海創刊。1874年，林樂知

將改刊改名為《萬國公報》（週刊），到1853年停刊。1889年復刊，改為每月出版，仍由林

樂知擔任主編，並成為成立不久的廣學會的機關報，一直到1907年停刊。

《萬國公報》名義上是一個教會報紙，但大量刊載的是評論中國時局的政治和介紹西方國家

情況的知識性文章，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事刊物。李提摩太等傳教士通過《萬國公報》，定期

地、大量地向中國介紹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制度和新辦法。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

都直接受到《萬國公報》的影響。康、梁大量閱讀了《萬國公報》，梁啟超在《時務報》發

表的政論，有的就源出《萬國公報》宣傳過的言論。當時，即連光緒帝也閱讀《萬國公

報》。該報刊在客觀上，對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和一部分官吏，都起過程度不等的思想啟蒙作

用。

總之，傳教士在中國主要從事宗教傳播，但也給中國封建社會注入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其

中就包括西方資本主義法文化，對中國傳統法制的現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促進了晚

清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我們也應看到，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軍旗而來的傳教士，他



們常常以征服者自居，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也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阻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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